社会资本、媒介使用与公众环境行为 by 胡荣 & 陈诗颖
第 29 卷第 5 期
2019 年
济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JOUＲNAL OF UNIVEＲSITY OF JINAN(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 29 No． 5
2019
·名家论坛·
［作者简介］胡荣，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教授; 陈诗颖，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
学院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①周晓虹:《文化反哺与媒介影响的代际差异》，《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6 年第 3 期。
②武春友，孙岩:《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及其关系研究的进展》，《预测》，2006 年第 4 期。
③Hines J M，Hungerford H Ｒ，Tomera A N，1987，Analysis and synthesis of research on responsible environmental be-
havior: a meta － analysi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④Kollmuss，A． ，＆ Agyeman，J． ，2002，Mind the gap: Why do people act environmentally and what are the barriers
to pro － environmental behavi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Ｒesearch．
社会资本、媒介使用与公众环境行为
胡 荣，陈诗颖
( 厦门大学 社会与人类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根据 CGSS2013 数据，本文运用多元回归的方法考察了社会资本和大众传播媒介对公众环境行为的
影响。研究发现，公众的社会资本、媒介的使用情况对公众的环境行为均施加显著的影响，其中社会资本中的社会
网络和社会信任对公众环境行为具有深刻持久的正向影响，传统媒介和新型媒介与公众的环境行为密切相关，但
传统媒介对于公众环境行为起到动员作用大于新型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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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九大报告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丰富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之后，“生态文明”
和“美丽中国”建设被提上议程。环境作为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公众社会生活的共同背景，具有自然
意义和社会意义上的公共性。其爱护与治理除了依靠国家相关制度性因素之外，还离不开社会公
众的广泛参与和努力。公民环境行为不仅是个人能力和道德体现，也是社会良性运行的象征。因
此研究公众环境行为更有其特殊的现实意义。
社会资本对个体行为或集体决策等社会议题强有力的解释表明，其对环境公共治理以及公民
的环境保护行为亦能产生重要影响。而媒介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直接参与了开放社会结构①，使
其在重新缔结人们社会关系的同时，更能润物细无声地改变人们习以为常的行为模式。基于此，本
文试图了解社会资本、大众传媒对公众环境行为所造成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的提出
广义的环境行为，是指能够影响生态环境品质或者环境保护的行为。它可以是正面的、有利于
生态环境的行为，如资源回收等; 也可以是负面的行为，如浪费资源等②。Hines 从个人角度，将环
境行为界定为“一种基于个人责任感和价值观的有意识行为，目的在于能够避免或者解决环境问
题”③。Kollmuss 等认为环境行为是指人们通过自身活动将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尽量降低的行
为④。虽不同学者对环境行为的定义不尽相同，但大多强调个人主动参与、付诸相关行动来解决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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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生态环境问题。本文将“环境行为”界定为积极的，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正向行为。
( 一) 社会资本与环境行为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社会资本在不同领域受到了不同学者的青睐。从宏观角度看，布迪
厄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不相同的形式，它产生于人们在交往过程中的物质与
情感交换。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 例如信任、网络和规范) 它们能够通过合
作行为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典型特征在于它是一种普通的公共资源。在一个继承了大量社
会资本的共同体内，自愿的合作更容易出现①。从中观角度看，科尔曼将宏观和微观连结作为切入
点，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重要方法，能够解决集体行动所来带的问题②。从微观角度看，格兰诺
维特的弱关系理论表明，关系网络资源对个人寻找工作发挥关键作用，能够充当信息桥的必然是弱
关系。本文打算运用帕特南“公民共同体”取向的社会资本概念，探讨社会资本是否对公民环境行
为产生作用，以及哪些因素作用更明显。
Pretty 和 Ward 认为人们在保护环境时会采取集体行动，为了避免“集体行动困境”，可通过社
会资本中的规范来诱使公民环境态度发生改变，增加公民环境合作意愿③。Adger 结合应对气候变
化风险的集体行动案例研究，认为基于信任、声誉和互惠行动的社会资本作为公共因素，对资源管
理和环境公共机构建立起的重要性能够在面对气候变化风险时提高地区的抵御能力④。Carmel 和
Jacki 通过案例研究分析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生命周期表明，社会网络所具有的持久性可以促进
公民投入到低碳环保设施建设之中。Petzold 和 Ｒatter 基于经验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和互惠
规范与社会行动对公众应对气候变化有显著影响⑤。
周志家通过定量研究从微观层次分析，厦门环境运动参与者的社会网络是影响和支持其参与
环境运动原因之一，居民面临环境运动群体压力与其社会网络密不可分⑥。朱清海、雷云基于湖北
省 L 县的农户调查数据表明，社会资本对农户秸秆处置的相关环境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嵌
于社会网络结构中的农户所作出的环境行为并不单是经济决策过程⑦。韩洪云等基于 219 户城镇
居民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于提高公民生活垃圾分类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⑧。
李秋成、周玲强以杭州西溪湿地为例，依据抽样调查数据验证了社会资本可增加旅游者环境友好行
为⑨。
( 二) 媒介使用与环境行为
甘姆森认为媒介是一个社会上各种组织、个人和意识形态争夺对社会现实定义和建构权的关
键领地，舆论的价值倾向一般是由媒介来进行调控的。所以探究公众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离不开对
大众传媒的考察。环境行为与个人认知密不可分，媒体使用差异所造成的个人认知差异会影响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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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行为①。大众媒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公众环境行为产生积极影响，Ｒootes 强调相比传统大众
动员，面对向“全球化”和“后现代化”转变的环境运动，大众媒介在其中处于中间地位，环境行动必
须适应大众媒介时代，作出相应的改变才更有助于其目标的实现。周志家认为新媒体( 以互联网
为代表) 作为居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是群体话语得以形成的关键平台②。覃哲将改革开放后环
境运动中的变化作为考察对象，表明大众媒介有助于突破旧有框架，能够承担“边缘突破”的任务，
推动相关措施完善和创新③。互联网作为新兴大众传播媒介，日常使用具有能够扩大非制度化政
治公民参与的特性④。卜玉梅以反对垃圾站选址的社区集体抗争行为为例，发现对于互联网这样
一种本身就因其技术特性而在集体行动中得以凸显的因素，塑造了行动群体和个体行动逻辑和策
略⑤。Wachinger 等人提出大众媒介所具有的传播快捷高效和低成本的特点，使得其在环境( 尤其
是环境风险) 信息的传播中能够发挥主导性作用，促使公众对环境( 风险) 信息作出反应⑥。但也
有学者认为大众媒介传播所具有的主动性，也只是在政府允许下所获得的主动性。陈阳认为“大
众媒体的表意功能欠缺”，当公众所关注的环境问题得到解决或环境行动得到控制，媒体就会偃旗
息鼓，直到具有新闻意义和关注热点的事件发生，媒体才会再次跟进⑦。周全、汤书昆通过定量研
究表明媒介的使用与公众环境行为的关系具有复杂性，应该基于不同文化背景、调查样本与社会特
征进行具体分析⑧。所以运用在中国开展的科学抽样的调查数据来验证媒介对公众环境参与具有
一定程度上的现实意义。
从以上简略的文献回顾中可以看出，现有的研究对我们研究公民环境行为是有帮助的。当前
关于公民环境行为的研究中，部分研究关注了公民道德责任感对其自身环境行为影响; 部分研究从
定性角度采取个案研究，聚焦某个地区公民环境参与态度差异; 部分研究从定量角度建构模型( 例
如负责任环境行为模型、全面行为决定模型和亲环境行为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 聚焦公众环境
行为预测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对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但现有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对公众的环
境行为影响因素现有研究多集中于社会人口学和心理学方面。因此，本文将社会资本和大众传媒
作为主要预测变量，探讨它们与公众环境行为的关系。
二、数据与变量测量
本文研究数据来自 2013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13 ) 居民
问卷 A 卷。该调查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最后获得有效样本量 11438 份。根据数据分析所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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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采取个案剔除法，将“不适用”“不知道”“拒绝回答”“无所谓”以及变量值有遗漏样本删去，
最终得到有效样本 9322 份，以下将分别介绍本次研究因变量的公民环境参与因子和作为主要预测
变量的社会资本因子和大众传播媒介因子。
( 一)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公众环境行为”。来自于问卷中“在最近的一年里，您是否从事过下列活动”
这一问题，具体由十项活动构成，分别是:“垃圾分类投放”“与自己的亲戚朋友讨论环保问题”“采
购日常用品时自己带购物袋”“主动关注广播、电视和报道中报道的环境问题”“积极参加政府和单
位组织的环境宣传教育活动”“积极参加民间团体举办的环保活动”“自费养护树林或绿地”“积极
参加要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投诉、上诉”。该问题答案由“从不”“偶尔”和“经常”构成，为定序变量，
分别赋值 1 至 3。这十个项目具有内在一致，其克伦巴赫 apha 系数为 0． 777，因此我们将十个项目
相加，构成“公众环境行为”变量。
( 二) 主要预测变量
1． 社会资本
本研究选择构成社会资本要素之“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作为测量社会资本的主要变量。
“社会网络”的测量来自于问卷中“请问您与邻居进行社交娱乐活动( 如互相串门，一起看电视，吃
饭，打牌等) 的频繁程度是?”。将 7 种答案“几乎每天”“一周 1 到 2 次”“一个月几次”“大约一个
月 1 次”“一年几次”“一年 1 次或更少”“从来不”依次赋值为“7”至“1”。社会网络越密集的成员
与邻居进行社交娱乐活动的次数约频繁。测量“社会信任”的问题来自于问卷中“总的来说，您同
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将 5 种答案“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
“说不上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非常同意”依次赋值为“1”至“5”。
2． 媒介使用情况
本研究将媒介使用情况作为测量公众环境参与的核心变量之一。将受访者不同媒介( 报纸、
广播、电视、互联网和手机定制消息) 的使用程度:“从不”“很少”“有时”“经常”“总是”依次赋值为
“1”至“5”。这 6 个项目的克伦巴赫 alpha 系数为 0． 658，具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适合做因子分析。
通过主成分法进行因子分析后提取“传统媒介因子”和“新型媒介因子”。“新型媒介因子”由互联网
( 包括手机上网) 和手机定制消息构成，“传统媒介因子”由报纸、广播和电视构成( 详见表 1) 。
表 1 大众传播媒介因子分析
3． 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个人特征的一些变量。年龄是定距变量。受教育程度是定序变量，分
为“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和“本科及以上”，依次赋值 1 至 5。
性别( 男 = 1) 、户口性质( 非农村户口 = 1) 、是否党员( 党员 = 1) 为虚拟变量。个人( 去年) 总
收入取自然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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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回归分析中各变量的描述统计
三、研究发现
本研究采用使用统计软件 STATA14，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在基准模型里首先放入控制变量，目
的是要与主要预测变量进入模型后做比较。接着放入大众传播媒介的相关指标，得到模型二，从而
得出大众传媒的使用对公众环境行为的影响数据。最后在模型二的基础上放入社会资本的相关变
量得到模型三( 详见表 2) 。
首先，控制变量对公众环境参与施加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与农村户口相比，户口性质为城市的
公众更多地参与环境行为; 与男性相比，女性环境参与程度更高。此情况与以往的研究结论相一
致。环境参与存在性别差异，由于受中国传统父权价值观的影响，相比男性，女性承担更多家务劳
动，更加关注周遭环境对以家庭为核心单位的生活带来的影响; 个人年收入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
的公众越倾向于采取环境行为; 相比非党员，政治面貌为党员的公众更多参与环境行为; 越年轻的
公众越倾向于采取环境行为。但加入大众传播媒介和社会资本等主要预测变量之后，年龄和政治
面貌不再呈现显著性。
其次，从媒介使用情况看，从模型二中发现: 传统媒介因子和新型媒介因子的使用都会提高公
众参与程度。越是经常使用大众媒介接触讯息的公众，采取积极环境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具体表
现为公众使用传统媒介的频繁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公众的环境参与提高 0． 91 个单位。公众使用
新型媒介的频繁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公众的环境参与提高 0． 469 个单位。传统媒介对于公众环
境行为起到的作用大于新型媒介。
最后，在模型三中加入了社会资本的相关预测变量，在大众媒介的相关变量同样具有显著性的
情况下。测量社会资本的相关变量对公众的环境参与具有一定程度的显著影响: 其中社会网络与
公众的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具体表现为社会网络每增加一个单位，公众的环境参与提高 0． 042 个单
位; 社会信任因子的模型结果存在这一趋势: 较高的社会信任对公众的环境参与具有正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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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影响公众环境参与因素的线性回归分析( 括号内为标准错误)
注: ( 1) * P ＜ 0． 05，＊＊P ＜ 0． 01，＊＊＊P ＜ 0． 001;
( 2) 参考类别为: a =“农村户口”; b =“女性”; c =“非中共党员”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运用 CGSS2013 年数据，从社会资本、大众传播媒介的视角考察了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
因素。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大众传播媒介都会对公众环境参与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结论一: 构成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和信任能够积极促进公众的环境参与行为。
通过研究发现公民的环境参与会受到社会资本的影响。社会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
对公民的环境行为起到积极正向的影响。在一个共同体中，社会网络越密集，公民就越可能为了共
同利益进行合作，让环境得到改善便是公众所追求的共同利益之一。但这里所指的社会网络是横
向的社会网络( 例如邻里组织) ，这种横向网络有助于参与者解决集体行动困境，打破环境保护行
动的囚徒困境。如果邻居们从不进行垃圾分类或随地乱扔垃圾时，那随便使用塑料袋或者践踏草
坪不会给个体造成任何心理负罪感。但倘若邻里之间都卖力打扫自己院子的卫生，甚至踊跃自愿
参与社区卫生宣传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当个人想要随手把垃圾丢向地板时会觉得与邻里格格不入。
此时即便没有规范或者法律约束，即便当下没有其他人在场，但个体还是会选择将垃圾丢入垃圾桶
中。社会网络变量的结果表明社会网络越密集的居民更愿意为社会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共同利益
和良性发展运作遵循普遍认同的行为准则与规范。若周围接触的人群持续采取环境行为，那些社
会参与程度高，与社会联系紧密的公民更容易与社会成员保持一致，为环境保护的共同利益采取行
动。值得思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网络加强虽会提高社会整合度使得社会成员向改善环境的共同目
标努力，但倘若社交内容毫无涉及“环境”话题，那么人们之间由于密切社会联系产生的环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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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大打折扣。
其次，社会资本中另一个维度“社会信任”的增加会促使公众倾向于采取正向环境行为表明:
在一个继承了大量社会资本( 包涵信任) 的共同体内，社会成员自愿为共同目标努力的合作更容易
出现。作为诚信现代化社会的集中体现，社会信任的使用会增加而不会减少自身供给的资源。其
从普遍化互惠中产生，这种互惠在特定时间里是无报酬和不均衡的，但它能够使人们产生共同的期
望，现在己予人，未来人予己。一旦社会成员积累了社会信任到一定程度，他们就越倾向于采取有
助于所在社区、组织发展的行为。
结论二: 大众传播媒介是影响公众环境行为的重要因素，其中传统媒介动员作用更强。
大众传播媒介作为公众获得环境信息的重要来源之一，对于公众环境行为具有重要作用。尤
其是传统媒介( 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 的使用能够显著影响公众的环境参与。传统媒介对于公
众环境行为起到动员作用大于新型媒介的研究结论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现象，说明即便在手机上网、
手机定制消息等新媒介快速发展的当下，我们仍要重视传统媒介传递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的重要
性。正如同样也有研究表明，在传统媒介中，报纸上有关于环境问题的报道会提升公众的环境意
识，提升其开展相关环境行为的意愿①。目前，我国传统媒介关于环境的相关报道能够公之于众，
大多仍是由作为看门人的政府牵头进行严格把关。公众通过以报纸、电视和广播为代表的传统媒
介所摄取有关环境的信息大多是正向的、具有倡导性质的，蕴含国家关于环境保护各项政策的渗
透，并且传统媒介传达的环境保护措施容易被公众所在社区具体得到落实。所以传统媒介都能对
公众的环境参与产生正向积极影响。但公众在新型媒介( 例如微博、微信公众号) 上所获取的消息
内容冗杂，环境信息不一定是他们关注的重点。即便存在相关环境状况的报道，由于缺少了政府这
位看门人的把关，呈现内容具有良莠不齐的特点。并且新型媒介具有言论相对自由这一特性，公众
情绪容易在例如微博、论坛等公开平台被渲染和带动，传播的讯息和公众的讨论易偏离原本作者所
希望发展的方向，所以对公众的环境参与是否能够产生足够的积极性有待进一步讨论。但以网络
为代表的新兴媒介传递信息量大、快速且成本低的特性使我们不能忽视其在公众环境参与应扮演
的重要角色。虽现在新型媒介的作用不如传统媒介，但营造一个健康理性的新型媒介环境，实际上
能够为公众环境参与提供更多讯息和机会。在此基础上，通过传统媒介和新型媒介双管齐下，鼓励
公众积极践行环境行为，进而更好投入到美丽中国的建设之中。
另外，还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研究发现。例如，相比男性，女性采取环境行为的可能性更高，这
与西方研究结果相一致②。布鲁默认为人们根据自己对事物所赋予的意义采取行动，而事物的意
义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实际上正是传统价值观念下的社会互动使得女性不自觉地根据“男主外，
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要求建立起了一套女性专属的实践范式，这套范式要求女性应将自己的
大部分精力放在个体化的领域，例如垃圾分类或购物使用环保购物袋等环境行为在传统性别观念
看来归属女性家务劳动范围，是刻板性别要求下的社会化使得女性采取环境行为的可能性高于男
性。环境维护的确离不开女性群体的参与，但培育男性环境参与意识固同样重要，呼吁男性提高环
境参与的积极性，让两性都能为环境改善贡献力量。最后由于文章使用的数据为二手调查数据，仍
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受问卷问题限制，本研究未能纳入以往研究中被证明有效的社会资本构成要素
之一的“社会规范”变量，未来研究应该将组成社会资本的网络、信任和规范这几个重要的预测变
量进行综合考量。
［责任编辑: 萧 景 jdxbshehui@ 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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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al Track Evolution of Gongyang Theory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Its Philosophical Enlightenment
CHEN Qitai
Since late Qianlong period in Qing dynasty, the modern script school of Gongyang theory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received attention from knowledgeable scholars. This was the start of renaissance of Gongyang
theory in late Qing dynasty. This also reflected that academic methodology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received attention from knowledgeable scholars in the middle of Qing dynasty. In the meanwhile, Qing
dynasty was changing from flourish to decadence. The renaissance of Gongyang theory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dapted to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trend of the times. Therefore, the modern script school of
Gongyang theory became the mainstream thinking of the times trend. Successors of Zhuang Cunyu is Liu Fenglu, Gong
Zizhen, Wei Yuan and Kang Youwei, the leader of Hundred Days' Reform. However, in the middle of Qing dynasty, trend
of textology didn’t die away immediately. It remained still and continued moving in a long time. Kong Guangsen and later
scholars still researched on Gongyang theory using textology ways. Dual track evolution of Gongyang theory became
unique phenomenon in academic. We need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to research and summary on this new and abundant
subject, deepen our recognition to the special connotation of Gongyang theory and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get precious philosophical enlightenment from it. Deep research on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local
history interpretation will provide important assistance to construct modern Chinese history hermeneutics subject system.
On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ZHU Shiguang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in China bega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nd grew up in the time of national
salvation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Hou Renzhi absorbed the main
connotation of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reated the subject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 the theory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compiled by the ancient sages
of the past dynasties provide superior conditions for modern scholars to study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its
vicissitudes in the historical period. At the same time, their family and national sentiments applied by the world also
provide strong spiritual impetus for the historical geographers to save the nation from peril and help the national revival.
Nowadays, in the field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he fine traditions, such as the idea of
practicality, the way of textual research and the spirit of collecting facts, which have been formed in the field of public
opinion and geography for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have become a common practice. This has obviously become the
most precious national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with this national characteristic,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is going to the world. In the new historic task of defending the global village of human beings and
building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t can better play its useful academic and practical functions and promote this
new discipline have made greater progress.
The New Realm and Chinese Style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Scholars’ Textual Research
ZHANG Feng
For establishing the scientific orientalism in China,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IHP) had gathered many
neo -historians, forming an academic community in the modern sense. Compared with the research orientation of the
ancient historians, the scholars of the IHP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analysis of important issues affecting the historical
process. Furthermore, they not only used the exist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achievements in China as the research base,
but also took Western Sinology as the reference system, and strived to communicate and dialogue with foreign scholars in
the common field of academic research. Furthermore,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scholars of the IHP experienced a path
transformation from merely seeking the truth to lay equal stress on truth -seeking and application, leading to the
sublimation of the realm of historical research. Therefore, their research results not merely promoted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ut also highlighted the style of Chinese historical research.
Social Capital, Media Use and Public Environmental Behavior
HU Rong, CHEN Shiying
According to CGSS2013 data, this paper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and media use on public
environmental behavior through multiple regression metho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social capital and media use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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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vious influence on public environmental behavior. Social network and social trust of social capital have long and
positive influence on public environmental behavior. Traditional media and new media have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public
environmental behavior. However, traditional media are more influential than new media on public environmental
behavior.
Fairy Tales, Somniloquies and Words of Truth: On the Reception of Eroshenko by Ba Jin’s The Immortality
Pagoda
Carole Hang Fung Hoyan
Ba Jin’s participation in the “Rage for Eroshenko” in the May Fourth Period is a literary phenomenon worthy of
investigation. Vasilii Eroshenko (1889-1952） was a blind Russian poet, fairy-tale writer and an Esperanto. While far from
being a renowned writer in Russia, Eroshenko was warmly received by the May Fourth literati. This study on Ba Jin’s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Eroshenko sheds light on our understanding for the Eroshenko complex and projection of
the May Fourth writers.
This paper is innovative in viewing Ba Jin as a “cultural narrator”. It discusses how Ba Jin introduces Russian
literary resources in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y focusing on the analysis of his The Immortality Pagoda. It also re-
evaluates Ba Jin’s position in modern Chinese children literature. The terms “fairy tales,” “somniloquies” and “words of
truth” in the title of this paper come from Ba Jin’s quotations and book titles. Ba Jin called his “fairy tales”
“somniloquies,” while “words of truth” comes from the title of one of the collections in his Random Thoughts.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fairy tales” of Ba Jin are his “somniloquies” on his aspiration for an ideal society, and at the same time
his “words of truth” in response to his era.
On Japanese Version of Zhuxi’ s Family Rituals
Written by AZUMA Juji, Translated by PENG Weimin
Zhu Xi’s Jiali, Family Rituals was widely read in Korea, Ryukyu and Vietnam as well as China and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book of Confucianism rituals in pre -modern East Asia. In Japan this book was also accepted and several
Japanese versions, Wakoku-bon was published in Edo period. But there are almost no studies about those texts up to now.
In this paper, I will take up three kinds of Japanese version of Jiali and do research on its formation, characteristic, and
Chinese original text. These texts are: Jiali 5volumes by ASAMI Keisai, Wengong Jiali Yijie 8volumes, and Jiali 4volumes
in Xingli Daquan by KOIDE Eian.
Distorting Philosophy and Radically Reform of Kang’s Party
CHEN Xianyuan
Kang’s Party take themselves as Continental neo-Confucianism. They show up with new Kang Youwei’s thoughts
and Confucianism religion and oppose to “Confucian mind” of modern Hongkong and Taiwan neo-Confucianism. They go
back to tradition through nationalism and ignore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Their theory foundation is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rather than philosophy which lead to paradox. Kang’s Party pay much attention to Chun Qiu and
ignore other classics, especially the leadership of Yi. We think Confucian scholars should radically reform to Confucianism
itself leaded by Yi rather than creating religion and taking part into politics. This will lead to historical phenomenon and
circle of blaming Confucius.
Discussion on the Continuation and Paradox of Kang Youwei’s Thoughts in Modern Confucianism Renaissance
Vision; And Discussion on New Kang Youwei’s Thoughts Ideological Trend
PENG Qing
Among so many Confucianism renaissance ideological schools, Kang Youwei’s thoughts have been respected and
advocated by some scholars gradually in recent years. Continental neo-Confucianism formed as new academic focus in
modern social context. Scholars taking New Kang Youwei’s thoughts as Confucianism renaissance guiding principle
gradually formed ideological camp combining Continental neo -Confucianism and Kang’s Party. They advocate Kang
Youwei’s thoughts to make religion evolution to Confucianism, distort Confucianism in religion ways. From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ideological spectrum, shared values to representative personage, they all present strong Confucianism
religion evolution tendency. Kang Youwei’s Confucianism thoughts not only distort Confucianism, but also attempt to
achieve political illusion through religion evolution to Confucianism. Continental neo-Confucianism taking Kang Youwei
as ideological origin aims to use Kang Youwei’s thoughts to continue his reform logic. This cannot provide reliabl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o Confucianism renaissance. In the other side, it will lead Confucianism renaissance into dangerous
wrong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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